
《中国文化》简介

方明东

　　《中国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出版的综合性学术月刊,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之一, 中国文化社编辑出版。1940

年 2月创刊� , 每卷 6期, 16开本, 出至第 3卷第 3期后, 于 1941

年 8月停刊, 共出 15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

术、新文字、考古等方面,设有“研究”、“短评”、“杂论”、“哲学讲

座”、“创作”、“读书随笔”等栏目, 刊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的重要著作。艾思奇、吴玉章、茅盾、周扬、范文澜、尹达、张

仲实、萧三、张庚、胡蛮、叶蠖生等为主要撰稿人。1966年 5月,人

民出版社将《中国文化》合订本影印出版,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一

　　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是在边区文协(全称陕甘宁边区文化

界救亡协会或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展的。成立于

1937年 11月 24日的边区文协,既是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总的

领导机关,负责统一领导边区各文化部门的工作,又是一个极为广

泛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几乎边区所有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者都是

它的会员。边区文协对于边区乃至全中国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具有

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伴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的

倒退, 文化思想的专制、复古,导致进步的文化处处受到限制和打

击。国民党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严重地威胁到抗战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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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化的方向和出路问题。为此,经

过充分准备, 边区文协于 1940年 1月 4日至 12日在延安召开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延安各界代表近 400人出席,毛泽东、张闻天作

了重要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报告, 通过了大会总

决议及其他议案, 确定了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

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并决定编辑出版《中国文化》、

《通俗读物》、《边区群众报》等刊物。

　　《中国文化》是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产儿,宣传新民主主义文

化理论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原本拟编辑“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专

号”, 后因稿件太多、篇幅所限, 遂将有关重要报告和文件陆续刊

出。其中主要有: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洛甫(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

务》、艾思奇的《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及杨松、罗迈(李维

汉)、萧向荣分别作的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战时干部问题、八

路军的教育问题的报告。另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宣言》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章》。

　　《中国文化》上登载的师田手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报道

文章,与《新中华报》刊登的社论和叶澜的报道, 是目前可以看到的

为数不多的关于边区文化界这次盛会详细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边区文协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洛甫在报告中第

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和文化理论

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并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义文化”这一概念。正

如茅盾当年在读了两人的报告后所指出的:这两篇报告“运用马列

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 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

针”, 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两个著名报告都是最

先在《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报告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

226

�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见《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以后凡引自

《中国文化》的文字不再一一注出。



为题发表有多种版本, 也作了一定的修改, 而在《中国文化》上登出

的,则是报告的第一次修改本, 应该说基本上保存了报告的原貌,

弥足珍贵。

　　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 都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总结了近代

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尤其是“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

或文化革命的历史。就文化的基本理论、旧文化的构成和性质、新

文化运动的历史和特点、新文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如何对待传统

文化和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等新文

化运动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回答, 并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他们

对以上问题的见解, 超越了近代以来的所有的文化学者和文化派

别。

　　毛泽东和洛甫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和表述上又有些微的区

别,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分期、对“五四”

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估价及如何对待古代文化等, 都各有自己的主

张。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的表述上,区别更明显。毛泽东

最初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洛

甫则表述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后来,毛泽东

似乎也注意到他的表述有些欠完全, 因而在文中加上“这种文化是

大众的, 因而是民主的”。按毛泽东的说法,“民主”的内容被归入

“大众”的涵义之中,“民主的”仍没有被单独列为一项独立的成份

加以强调。值得注意的是, 在边区文协大会上, 王明在他的报告中

将新文化的内涵归纳为“形式是民族的, 内容是民主的, 基础是科

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 这样看来,新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

包含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内容已是陕甘宁边区中共党内比较

一致的见解, 只是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和系统的表述而已。在表述

上,张闻天的提法似乎更完整、确切、严谨一些,另外, 在新文化的

形式问题上, 毛泽东习惯用“民族形式”一词,而张闻天则更喜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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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式”的提法。表面看来,“民族形式”似乎比“新形式”更具体一

些,但从以后的实践可以看出, 毛泽东的提法实际更为抽象,容易

引起误解与偏向。

　　毛泽东、洛甫等在文化问题上的异同, 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

理论建构时期的特点。当然,二人报告的视角不同, 也是发生差别

的原因。毛泽东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说明中国政治革命

和文化革命的动向, 阐发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中国向何

处去”的问题,文化问题只是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部分。洛甫的报

告则是专门讨论抗战以来的文化问题,更注重对文化本身的考察,

富于政策性, 故当时他的报告又被称为“文化政策”报告, 他的报告

对于了解抗战时期文化界的动向及中共的文化政策有重要价值。

总之, 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

想和文化思想的最高理论成果,而《中国文化》及时反映并保留了

这一理论成果,给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

二

　　抗战时期进步文艺界讨论最热烈的莫过于“民族形式”问题。

它既是 30年代初文艺大众化讨论的继续, 又是抗战新形势下的产

物。在1938年 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向思想文化界提出了“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

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

主义的要求。从 1939年起,重庆文艺界和延安文化界即以此为中

心展开“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0年 1月, 在陕甘宁边区文化

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国文

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 新民主主义的

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样,“民族形式”问题与新

民主主义文化形式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更为热闹。

　　早在 1939年下半年延安的讨论中,陈伯达就片面强调旧形式

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作用,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估计不足。

1940年 3月, 向林冰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 将陈伯达的观点

228



向前推进,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 “五四”以来的

新文艺形式, “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 只能置于副次的地位”。

向林冰的观点立刻受到葛一虹的批判,但葛又走向另一极端, 认为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完全否定旧形式有可取之处,认为旧形式只是历史的产物,当

历史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旧形式的命运只能是历史博物馆里的陈

列品,利用旧形式是“降低水准”。显然,不论是向林冰, 还是葛一

虹,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延安也是讨论的中心, 《中国文化》刊出了这方面的主要文章:

周扬《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茅盾《论如何学习民

族的形式》和《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郭沫若《“民族形式”

商兑》、陈伯达《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王实味《文艺民族形式

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

　　周杨认为,形式是受内容决定的,因而新文化应该以发展新形

式为主, 但旧形式(主要是民间形式)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和优良成

份,应该加以利用和吸收,这不但与发展新形式相辅相承, 且正是

以实现后者为目的。必须把学习和研究旧形式当作认识中国、表现

中国的工作之一个重要部分,把吸收旧形式中的优良成果当作新

文艺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必要源泉。当然,对旧形式也要作艺术上思

想上的改造。

　　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一文,既是一篇讨论民

族形式问题的论文,又是茅盾第一篇讨论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的

著作。茅盾认为学习民族形式, 一要向中国文学遗产中去学习,二

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学习。他认为,在民族文学遗产中, 只有

百分之一是代表了极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

和爱憎的作品, 在这中间,才有我们的文学形式或文学的民族形

式,这就是“市民文学”。茅盾指出,富有反封建意识的民间文学,虽

也有许多优秀作品,但在形式上则无突破和创造。而市民文学经过

长期发展,到晚期(明末清初) , 从艺术观点看,形式和内容都是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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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熟而完美的, 其代表作是《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它们才

是中国民族形式的代表。此文是茅盾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讲

演稿。

　　《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是茅盾专门讨论民族形

式问题的重要著作。在文中他分析了向林冰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观

点的三点错误,对旧形式、民间形式和民族形式在概念上进行了辨

证。他认为,民间形式是旧形式的组成部分,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

落后的。那种片面强调旧形式或民间形式的作用的人,是把旧形式

或民间形式的一些“特征”误以为是代表“民族形式”的 ,殊不知这

些特征正是封建经济的产物。因此,民间形式不能作为民族形式的

中心源泉,它们是封建社会所产生的落后的文艺形式,只能作建立

民族形式的参考或滋养料之一。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

“要吸取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

新现实主义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

要深入于今日的民族现实, 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民族形

式的建立的任务, 新文艺作家们应当仁不让。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一文是 1940年 5月 31 日完成的,

文章就“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比较成熟的意见, 是讨论

“民族形式”的重要文章之一。郭沫若强调对创造“民族形式”的正

确理解,指出: “‘民族形式’⋯⋯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

义语, 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他认为

“民族形式”这个新的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过去时代所创造的

任何既定形式的复活, 而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创造;

并不是要把新文艺的历史和价值全部抹煞,而认定民族形式应由

民间形式再出发, 并以之为中心源泉。他反对把民间形式视为民族

形式的唯一中心源泉的观点,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毫无可议

的,只能是现实生活。郭沫若认为:“将来究竟会成就出怎样的一些

形式来,这是很难断言的。但我们可以预想到一定是多样的形式,

自由的形式。人类的精神是更加解放了,封建时代的那种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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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是不会有的。”郭沫若将民族形式看成是多样的、自由的、

反映民族特点和时代需求的新形式的见解,是独到的、深刻的,超

过了其他人的观点。

　　延安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避免了向林冰和葛一虹那样极端

的片面的观点,对民族形式的建设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 这些都在

《中国文化》上反映出来。王实味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发生

的偏向进行了探讨。争论的中心仍然是如何对待民间形式或旧形

式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发

表了胡蛮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意在介绍

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 以资借鉴。

　　在文学艺术方面, 《中国文化》除反映了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

的讨论的情况外,还发表了冼星海、柯仲平关于中国民歌的论文,

冼星海的论文从音乐角度对中国民歌进行研究, 弥补了以前只从

文学角度研究民歌的不足。胡蛮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关于中国

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文章 5篇。此外,《中国文化》还载有何平之、

茅盾、何其芳、丁玲、沙汀、刘白羽、陈荒煤、艾青等人的小说、诗歌

和文学批评作品, 亦可一观。

三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学习的号召,中

共中央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其后,延安各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

列主义、哲学、历史的热潮,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文化》较全面

地保存了这些成果。

　　《中国文化》刊载了张仲实、萧三、杨松三位研究马列主义的专

家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诸多译著。如张仲实的《怎样研究〈资本

论〉》和《列宁的著作遗产》、杨松的《列宁论中国》、萧三的《列宁论

文化与艺术》及译文《论艺术工作者应学取马列主义》等,对于宣

传、学习马列主义起了重要作用。艾思奇撰写了“哲学讲座”系列,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通俗的介绍。他的《论中国特殊性》一文,充

满了辩证法思想,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者作,至今仍有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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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文化》还登载了王学文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陈唯实的《史大林发展了关于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及和培元的遗著

《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等论文。刊物还介绍了康德

和黑格尔的生平和思想。

　　《中国文化》并关注苏联社科界的动态。30年代末苏联国内开

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盾即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问题的讨论, 《中国文

化》先后刊出了张仲实翻译的讨论中有代表性的 4篇文章,对不同

的观点进行了介绍。

　　抗日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延安史学

研究的水平和成果,可从《中国文化》中窥见一斑。古代历史的研究

仍然是当时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学术争鸣的中心仍然是古代历

史的分期问题。《中国文化》先后刊登了范文澜的《关于上古历史阶

段的商榷》,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关于殷商社会性

质争论中的几个问题》和《关于殷商史料问题》,谢华的《略论殷代

奴隶制度》, 叶蠖生的《从安阳发掘成果所见的殷墟时代社会形态

的研究》诸文,较全面的反映了争鸣中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范

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取得成果, 《中国文化》连载了

该书秦统一之前的章节,从而保存了此书最初的面貌。另外,《中国

文化》还刊登了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叶蠖生《在青铜时代

的埃及社会》、立波《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及和培元《逻辑史鸟

瞰》等。这些加上前述的胡蛮的美术史,可见延安当时史学研究拓

展的广度和深度。

　　范文澜是 1940 年才到延安的, 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负责编撰《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

统叙述我国历史的新著,其开创之功,不同凡响。《关于上古历史阶

段的商榷》是范文澜到延安后写的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第一篇论

文,文中范文澜赞同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

的主张,认为西周已开始了封建社会, 虽然氏族社会、奴隶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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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保留还是很多,但我们不应误认残余为这个社会的本质。范文

澜的这个主张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有所论证。谢华在《略论殷

代奴隶制度》一文中也认为殷代末期已是奴隶社会, 在这一点上与

范文澜是相同的,当时史学界主张殷末已是奴隶社会的还有吕振

羽等人。尹达在此问题上,则持不同的观点,他在《关于殷商社会性

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二文中主张:

“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 是没落的氏族社会

走向坟墓里去的前夜。”尹达从殷商时代的史料、生产工具、主要经

济基础及社会组织机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考古学家和史学

家一身二任, 把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是尹达的治学特色,因而尹达十分强调史料的正确运用。在殷商史

的研究中,尹达更注重甲骨文和遗迹遗物的作用,认为离开它们,

就不可能写出殷商社会的信史。他的上述二文, 既是讨论殷商社会

性质的文章, 又是谈史料运用的文字,颇具真知灼见。

　　《中国文化》上诸篇文章关于殷代后期的经济基础的认识,大

体上已取得一致,都认为农业是主要经济基础,畜牧居次要地位,

也都承认殷代后期还存在着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关键在于这种

组织结构在殷代社会中是残余还是主导问题,这是两种观点分歧

的中心所在。

　　尹达继 1937年发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 对瑞

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提出的所谓“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理论和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上的错误进行批判后,于 1940年 1月 2日

写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进一步清算了安特生的错

误理论及其散布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也驳斥了所谓的中国

文化“东来”、“南来”和“北来”说。以当时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结

合甲骨文字、古代文献及神话传说,论证了“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

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

来的”。他以坚实的史料,批驳了中国文化和人种外来的观点, 指出

中国社会虽然“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地区受到外来种族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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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

自别的特点”。

　　经学是范文澜所长,《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是他在延安新哲学

年会上的讲演提纲。他将经学的演变分为汉学系、宋学系、新汉学

系三大阶段, 层层剥析, 脉络分明, 是第一篇试用马列主义研究经

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的著作,极受欢迎。20多年后, 1963年《红

旗》杂志编辑部又多次请范文澜去讲经学史,那时他对经学的研究

更为深入。�

　　吴玉章从 2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和实践, 40

年代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开展新文字运动, “风行一时,卓

著成效”。《中国文化》刊载了吴玉章和胡蛮的关于新文字运动的论

文及《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一文,是研究抗战时期新

文字运动的重要史料。

　　整体而言,文化史的研究在抗战史中尚属薄弱, 其中原因之一

是史料缺乏,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学术刊物更是屈指可数。

《中国文化》集中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文化理论的最高成果, 较全面

地记载了当时文艺界、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讨论的问题, 极为

珍贵。尤其是在它终刊的前一期(即第 3卷第 2、3期合刊)的“抗战

四周年纪念专号”上, 登载了欧阳山、艾思奇、李伯钊、叶蠖生、胡

蛮、张庚诸人分别撰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抗战以来几种

重要哲学思想的述评》、《敌后文艺运动概况》、《抗战以来的历史

学》、《抗战以来的美术运动》、《剧运的一些成绩和几个问题》等综

述性质的文章,是研究抗战时期( 1941年 8月以前)思想文化史的

重要史料。以上种种,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抗战史尤其是抗战时期

的文化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 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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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经学讲演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版。


